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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桂莲，谭凌照，范春雨，张新娜，张春雨，赵秀海．吉林蛟河阔叶红松林样地种⁃面积关系．生态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１４）：４７７０⁃４７７７．
Ｃｈｅｎ Ｇ Ｌ，Ｔａｎ Ｌ Ｚ， Ｆａｎ Ｃ Ｙ， Ｚｈａｎｇ Ｘ Ｎ， Ｚｈａｎｇ Ｃ Ｙ， Ｚｈａｏ Ｘ 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ｉｎ ａ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ｔ
Ｊｉａｏｈｅ，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７（１４）：４７７０⁃４７７７．

吉林蛟河阔叶红松林样地种⁃面积关系

陈桂莲１，２，谭凌照１，２，范春雨１，２，张新娜１，２，张春雨１，２，赵秀海１，２，∗

１ 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２ 森林资源生态系统过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种⁃面积关系是群落生态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生物多样性尺度转换的重要依据。 利用吉林蛟河阔叶红松林 ３０ ｈｍ２的样

地数据，采用随机取样与巢式取样方法，分别在 １０、２０、３０ ｈｍ２尺度上建立对数模型（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幂函数模型（Ｐｏｗ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和逻辑斯蒂模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拟合局域种⁃面积关系，并利用赤池信息准则（ＡＩＣ）进行拟合结果优度检验。 结果表

明，取样方法对种⁃面积关系的构建有显著影响，随机取样优于巢式取样。 种⁃面积关系的构建与尺度（取样上限）密切相关：在
小尺度上（１０ ｈｍ２），对数模型与逻辑斯蒂模型拟合效果优于幂函数模型；在中尺度和大尺度上（２０、３０ ｈｍ２），相对于对数模型和

幂函数模型，逻辑斯蒂模型能更好地拟合阔叶红松林的种⁃面积关系。 据 ＡＩＣ 值可知，随机取样下的逻辑斯蒂模型拟合效果最

好，是拟合 ３０ ｈｍ２阔叶红松林样地种⁃面积关系的最适模型。 因此研究时需要根据区域森林群落的实际情况选择种⁃面积模型。
关键词：种⁃面积关系；拟合优度；取样方法；取样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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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３０ ｈｍ２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ｉｎ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ｒｅａ （ＡＩＣ ＝ ７６．９１），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ｗａｓ １０ ｈｍ２ ． Ｗ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ａ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Ｒ．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Ｒ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ｍａ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ｆｒｏｍ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Ｒ ｃｕｒｖ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ｕｌ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ｗｏｒｋ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ｏｄｅ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种⁃面积关系描述了物种随取样面积的增加而变化的规律，是群落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１］。 种⁃面
积关系可以解决许多生态问题，诸如确定群落的最小面积，评估区域物种多样性，确定自然保护区范围，预测

生境破坏对物种丰富度影响等［２⁃６］。 种⁃面积关系相较于用单一的物种数目，可以更好地描述植物群落的物种

多样性［７］，对区域生物保护以及物种多样性维持具有重要意义［８］。
目前为止，生态学家们提出了上百种种⁃面积关系的拟合方程，其中应用最广泛的分别是幂函数模型、对

数模型和逻辑斯蒂模型，这 ３ 种模型因其参数具有明确的生态学含义并且简单实用，一直以来被科学家们广

泛接受［９⁃１０］。 但以上 ３ 种模型对种⁃面积关系拟合的准确性受取样尺度和取样方法的影响较大。 种⁃面积关系

应用哪个模型拟合最优，目前还饱受争议［１０］。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种⁃面积关系会随着取样尺度不同而发生变化［１１］，主要原因在于生境过滤效应以及

扩散限制等生态过程影响不同尺度上的物种空间分布格局［１２⁃１４］。 一些研究表明，随着尺度变化，在小尺度和

中尺度上适合采用幂函数模型，而在大尺度上适合采用逻辑斯蒂模型［１５⁃１６］。 另一些研究，如：Ｆｉｓｈｅｒ 则认为在

小尺度上对数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种⁃面积曲线［１７］。 进行多尺度上的种⁃面积关系研究对于准确反映物种丰

富度和空间分布格局背后的生态学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的研究着重从生态学理论角度讨论种⁃面积关系的尺度效应而忽略了生态学方法对种⁃面积关系的

影响，有研究证明，取样方法是影响种⁃面积关系的重要因素［１８］。 目前最常用的取样方式包括巢式取样和随

机取样［１９⁃２０］。 巢式取样按一定规则不断扩大取样面积，其中大样方包括小样方，其研究尺度可从群落扩展至

区域乃至大洲［２１］，成为构建种⁃面积关系的主要方式。 但 Ｇｌｅａｓｏｎ 等认为，巢式取样在构建种⁃面积关系上易

受稀有种、物种聚集以及空间异质性等因素的影响［２２］，会降低预测物种数的准确性。 随机取样即在研究区域

随机选取规定面积的样方来构建种⁃面积关系曲线，可用来估计区域种库的大小［２３］，在当前的研究中应用越

来越广泛。
阔叶红松林是我国温带森林典型的群落类型，与其他同纬度的森林群落相比，物种丰富度高，建群种比较

独特，建立阔叶红松林的种⁃面积关系对反映东北主要植被类型多样性格局和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２４］，
是当前种⁃面积关系研究不足之处的补充案例。 本文基于吉林蛟河 ３０ ｈｍ２阔叶红松林固定监测样地，利用不

同尺度下巢式取样和随机取样数据，建立了基于幂函数模型、对数模型和逻辑斯蒂模型的区域种⁃面积关系曲

线，目的在于探讨样地内取样方法和取样尺度对种⁃面积关系的影响。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吉林省蛟河林业实验区管理局，处于吉林省蛟河市前进乡境内，属于长白山系张广才岭山

脉（地理位置：４３°５７．９２８′—４３°５８．２１４′Ｎ，１２７°４５．２８７′—１２７°４５．７９０′Ｅ），海拔为 ５７６．０３—７４８．１８ ｍ，最高点与最

低点高差达 １７２．１５ ｍ（图 １）。 研究区域为季风性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为 ３．８℃。 每年 ７ 月为最热月，平
均气温 ２１．７℃，１ 月为最冷月，平均气温－１５．４℃。 年均降雨量 ６９５．９ ｍｍ。 样地类型为阔叶红松林，属于长白

１７７４　 １４ 期 　 　 　 陈桂莲　 等：吉林蛟河阔叶红松林样地种⁃面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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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蛟河 ３０ ｈｍ２阔叶红松林样地地形模拟图

　 Ｆｉｇ．１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３０ ｈｍ２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Ｊｉａｏｈｅ

山植被区系，该样地的土壤类型为暗棕色森林土，厚度

为 ２０—１００ ｃｍ。 林分的平均胸径为 １０ ｃｍ，最大胸径达

１１４．５ ｃｍ，ＤＢＨ ≤５ ｃｍ 的个体占全部个体的 ５１．５７％。
乔木树种主要包括红松 （ Ｐｉｎｕｓ 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 裂叶榆

（Ｕｌｍｕｓ 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紫椴（Ｔｉｌｉａ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色木槭（Ａｃｅｒ
ｍｏｎｏ）、白牛槭 （ Ａｃｅｒ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ｕｍ）、胡桃楸 （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水 曲 柳 （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 白 桦

（Ｂｅｔｕｌ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等，灌木主要包括暴马丁香（Ｓｙｒｉｎｇａ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毛 榛 （ Ｃｏｒｙｌｕ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 、 瘤 枝 卫 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ｓ） 和东北鼠李（Ｒｈａｍｎｕｓ ｄａｖｕｒｉｃａ）
等，草本主要包括白花碎米荠（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ｌｅｕｃａｎｔｈａ）、北
重楼（Ｐａｒｉｓ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荷青花（Ｈｙｌｏｍｅｃｏｎ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东北延胡索（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ａｍｂｉｇｕａ）、多被银莲花（Ａｎｅｍｏｎｅ ｒａｄｄｅａｎａ）等。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地设置与数据调查

２０１０ 年建立 ３０ ｈｍ２（５００ ｍ×６００ ｍ）阔叶红松林固定监测样地。 将样地划分为 ７５０ 个 ２０ ｍ×２０ ｍ 的连续

样方。 在每个样方中调查样地内所有 ＤＢＨ ≥１ ｃｍ 的木本植物，记录其种名、胸径、树高、冠幅（东西冠幅及南

北冠幅）和其在整个样地内相对应的位置坐标，并进行挂牌标记。
２．２　 取样尺度

基于研究样地面积，在 ３０ ｈｍ２范围内随机选取 １０、２０ ｈｍ２的研究区域，以 １０、２０、３０ ｈｍ２分别作为小尺度、
中尺度、大尺度上构建种⁃面积关系的上限。
２．３　 取样方法

以 ３０ ｈｍ２取样尺度为例：
巢式取样：在研究区域（５００ ｍ×６００ ｍ）内随机选取一点，按照 ５ ｍ×５ ｍ、１０ ｍ×１０ ｍ、１５ ｍ×１５ ｍ、…、４９５ ｍ

×４９５ ｍ、５００ ｍ×５００ ｍ、５００ ｍ×５４０ ｍ、５００ ｍ×５８０ ｍ 、５００ ｍ×６００ ｍ 的嵌套方法进行取样，在抽取的样方中随

机选取 ３０ 个，分别统计各样方中的物种数，构建巢式取样的种⁃面积关系。 在取样时若取样单元超出研究区

域，则对无效取样进行剔除，重新取样。
随机取样：在研究区域（５００ ｍ×６００ ｍ）内以 ５ ｍ×５ ｍ、１０ ｍ×１０ ｍ、１５ ｍ×１５ ｍ…４９５ ｍ×４９５ ｍ、５００ ｍ×５００

ｍ、５００ ｍ×５４０ ｍ、５００ ｍ×５８０ ｍ 、５００ ｍ×６００ ｍ 为规格进行随机取样，在抽取的样方中随机选取 ３０ 个，记录每

个样方内的物种数，构建随机取样的种⁃面积关系。
由于取样面积变化梯度小，样方较多而树种变化小，为降低因随机取样带来的误差，每次取样重复 １０００

次，其结果平均值为该面积下的物种数。
２．４　 拟合模型

对数模型 Ｓ＝Ｚｌｎ（Ａ） ＋ Ｃ
幂函数模型 Ｓ ＝ Ｃ ＡＺ

逻辑斯蒂模型 Ｓ＝Ｂ ／ （Ｃ＋ Ａ⁃Ｚ ）
式中，Ｓ 为落在样方内的物种数，Ａ 为取样面积，Ｃ、Ｂ 和 Ｚ 均为模型参数。
２．５　 种⁃面积关系拟合优度评价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对数模型进行检验，用高斯牛顿算法（Ｇａｕｓｓ⁃Ｎｅｗｔｏｎ）对逻辑斯蒂模型以及幂函数模型

进行检验。 采用赤池信息准则（ＡＩＣ）对 ３ 种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评价，ＡＩＣ 数值越小，模型拟合越好，预测值

２７７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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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准确。
本研究中所有数据分析、作图采用 Ｒ⁃３．２．２、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完成。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不同尺度植物群落组成

在 １０、２０、３０ ｈｍ２ ３ 个研究尺度下，监测到 ＤＢＨ ≥１ 的木本植物 １５６１０ 株、３２３４２ 株、４９６７８ 株，分别隶属

于 １９ 科，２９ 属，４５ 种；１９ 科，３１ 属，４７ 种；１９ 科，３１ 属，５０ 种。 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在 ３ 个尺度下物种数最多，其
次是槭树科（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和桦木科（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 而在不同尺度下物种最多的属为槭属（Ａｃｅｒ），其次为桦木属

（Ｂｅｔｕｌａ）、忍冬属（Ｌｏｎｉｃｅｒａ）和杨属（Ｐｏｐｕｌｕｓ）。 单种属在 ３ 个尺度下分别为 １７ 属、１９ 属和 ２０ 属，占总属数的

５８．６２％、５５．９３％、６４．５％。
１０、２０、３０ ｈｍ２研究尺度下的胸高断面积分别为 ９．９７（ｍ２ ／ ｈｍ２）、２０．４５（ｍ２ ／ ｈｍ２）、３０．９９（ｍ２ ／ ｈｍ２），１０ ｈｍ２

尺度下胸高断面积最大的 ５ 个树种依次为：色木槭 （ Ａｃｅｒ ｍｏｎｏ）、裂叶榆 （Ｕｌｍｕｓ 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紫椴 （ Ｔｉｌｉａ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胡桃楸（Ｊｕｇｌａｎ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红松（Ｐｉｎｕｓ 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占总胸高断面积的 ５７．７６％。 ２０ ｈｍ２尺度下

胸高断面积最大的 ５ 个树种依次为：色木槭、裂叶榆、紫椴、红松、胡桃楸，占总胸高断面积的 ５５．９３％。 ３０ ｈｍ２

尺度下胸高断面积最大的 ５ 个树种依次为裂叶榆、色木槭、紫椴、红松、枫桦（Ｂｅｔｕｌａ ｃｏｓｔａｔａ），占总胸高断面积

的 ５８．０８％，是样地内的先锋树种。
３．２　 不同取样方式下的种⁃面积关系（以 ３０ ｈｍ２为例）
３．２．１　 巢式取样的种⁃面积关系

在巢式取样下，根据模型的 ＡＩＣ 值，逻辑斯蒂模型拟合最优，其次是对数模型。 幂函数模型的预测值与

观察值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在 ０—１０ ｈｍ２ 之间，预测物种数低于观察值；在 １５—３０ ｈｍ２，预测值高于观察值，估
计的预测物种数较高，其拟合效果在 ３ 个模型中最差（ＡＩＣ 分别为 ８５．５８，１１５．２０，１６７．７４）（图 ２）。 依据种⁃面
积曲线来看，当取样面积在 ０—１０ ｈｍ２ 之间，随着取样面积的逐渐增大，物种数迅速增加，当取样面积大于 １０
ｈｍ２ 后，曲线斜率趋于平缓，物种数随着取样面积的增加而缓慢增加。 当取样面积为 ８ ｈｍ２时，涵盖了 ４２ 个

种，占总物种数的 ８４％，确定为该群落的最小面积。
３．２．２　 随机取样的种⁃面积关系

随机取样下的 ３ 个模型相比较，逻辑斯蒂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其次是对数模型，幂函数模型的拟合效果

最差（ＡＩＣ 分别为 ７６．９１、８７．４０、１３４．３５）。 种⁃面积关系曲线变化规律与巢式取样结果一致（图 ３）。
不同取样方式下的拟合结果表明，巢式取样和随机取样下逻辑斯蒂模型的拟合效果都是最优的，而幂函

数模型的拟合效果始终相对较差（表 １），可能与幂函数增长的趋势易高估预测物种数有关［２５］。 两种取样方

法相比，随机取样下的逻辑斯蒂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该阔叶红松林内的种⁃面积关系。

表 １　 巢式取样和随机取样下 ３ 个种⁃面积模型的优度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ｎｅｓ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取样方法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种⁃面积模型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 ｍｏｄｅｌ

模型参数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Ｃ Ｚ Ｂ ＡＩＣ

随机取样 对数模型 －１８．３７∗∗∗ ５．２７∗∗∗ — ８７．４０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幂函数模型 ４．８２∗∗∗ ０．１９∗∗∗ — １３４．３５

逻辑斯蒂模型 ０．０２∗∗∗ ０．４０∗∗∗ １．４４∗∗∗ ７６．９１

巢式取样 对数模型 －１５．５２∗∗∗ ５．２２∗∗∗ — １１５．２０

Ｎｅｓ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幂函数模型 ７．１８∗∗∗ ０．１６∗∗∗ — １６７．７４

逻辑斯蒂模型 ０．０１∗∗∗ ０．５１∗∗∗ ０．７５∗∗∗ ８５．５８
　 　 Ｃ、Ｚ、Ｂ 是常数项；∗∗∗Ｐ＜０． ００１； ＡＩＣ 为赤池信息准则，值越小代表拟合效果越好

３．３　 不同尺度下的种⁃面积关系

基于样地范围划分大、中、小 ３ 个尺度范围，取样上限分别为 ３０、２０、１０ ｈｍ２。 不同尺度下种⁃面积关系的

３７７４　 １４ 期 　 　 　 陈桂莲　 等：吉林蛟河阔叶红松林样地种⁃面积关系 　



htt
p:/

/w
ww.ec

olo
gic

a.c
n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２　 ３０ ｈｍ２ 样地巢式取样法获得的 ３ 种模型的种⁃面积曲线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 ｃｕｒｖ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ｓ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ａ ３０⁃ｈｍ２ ｐｌｏｔ

图 ３　 ３０ ｈｍ２ 样地随机取样法获得的 ３ 种模型的种⁃面积曲线

Ｆｉｇ．３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 ｃｕｒｖｅｓ ｆｏｒ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ａ ３０⁃ｈｍ２ ｐｌｏｔ

结果表明（表 ２），在小尺度上，随机取样与巢式取样下的对数模型和逻辑斯蒂模型拟合效果相差不大，均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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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取样方法下的幂函数模型。 在中尺度上，以逻辑斯蒂模型最优，ＡＩＣ 值分别为 ７４．５９ 和 ７９．９０。 大尺度

上，两种取样方法下的逻辑斯蒂模型拟合效果优于对数模型和幂函数模型，其中随机取样优于巢式取样。

表 ２　 不同尺度下 ３ 个种⁃面积模型的优度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ｔ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ｓｉｚｅ

取样方法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种⁃面积模型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ＩＣ

１０ ｈｍ２ ２０ ｈｍ２ ３０ ｈｍ２

随机取样 对数模型 ７３．９１ ７８．１１ ８７．４０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幂函数模型 １０６．２２ １２４．３６ １３４．３５

逻辑斯蒂模型 ８０．５１ ７４．５９ ７６．９１

巢式取样 对数模型 ８５．４５ １０４．６１ １１５．２０

Ｎｅｓ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幂函数模型 １３９．１１ １５５．９８ １６７．７４

逻辑斯蒂模型 ７３．３０ ７９．９０ ８５．５８

４　 讨论

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对种⁃面积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例如：相对物种丰富度（ＲＳＡ）、β 多样性与

种⁃面积关系的联系［２６］、种⁃面积和种⁃个体间的关系［２７］等，结果表明种⁃面积关系对反映地区生物多样性规律

有基础性的意义。 该研究基于吉林蛟河 ３０ ｈｍ２ 阔叶红松林大样地，分析了作为东北地区典型植被的种⁃面积

关系变化规律，讨论了取样方式和取样尺度对蛟河阔叶红松林种⁃面积关系变化的影响。
种⁃面积曲线（图 ２，图 ３）确定了吉林蛟河阔叶红松林的最小面积为 ８ ｈｍ２。 物种增加速率随取样面积的

增加而降低，当取样面积为 ８ ｈｍ２时，出现 ４２ 个物种，占总物种数的 ８４％。 而长白山次生杨桦林的研究表明，
在取样面积为 ５ ｈｍ２时，曲线趋于稳定，出现近 ３５ 个物种，占总物种数的 ８０％［２８］。 比较蛟河样地和长白山样

地发现，蛟河森林群落的最小取样面积大于长白山森林群落的最小取样面积，可能是因为蛟河森林群落物种

分布相对较为分散。
种⁃面积模型具有尺度效应，不同尺度下模型的拟合优度不同。 研究表明，研究区域的种⁃面积关系在大

尺度（３０ ｈｍ２）和中尺度（２０ ｈｍ２）上适合采用逻辑斯蒂模型，而小尺度（１０ ｈｍ２）上适合用对数模型。 在中尺

度和大尺度上，逻辑斯蒂模型优于对数模型和幂函数模型，为最佳拟合模型，说明在取样范围足够大且包括样

地所有物种条件下，逻辑斯蒂模型能够更好地描述物种和面积的关系［２９］。 幂函数模型拟合优度虽然在中尺

度和大尺度上低于逻辑斯蒂模型，但模型参数具有明确的生物学意义，反映了研究样地中的 α 多样性（Ｃ 值）
（随机取样时 α＝ ４．８２；巢式取样时 α＝ ７．１８）和 β 多样性（Ｚ 值）（随机取样时 β ＝ ０．１９；巢式取样时 β ＝ ０．１６）。
本文结果中，幂函数模型在不同尺度的拟合均未表现出理想的拟合效果。 而在许多其他研究中，小尺度、中尺

度上幂函数模型拟合效果优于其他模型［１７，３０］。 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样地处于温带森林，物种数相对较少且

聚集程度相对更低，而幂函数曲线趋于无限增长形式，容易造成预测误差［２５］。 在小尺度上对数模型的拟合效

果优于其他模型，可能是因为小尺度上群落的环境条件及物种组成相似，新物种数增加缓慢，更适合用对数模

型拟合［２９⁃３１］。
种⁃面积关系表现出的尺度效应与群落物种组成格局密切相关。 Ｒｅｅｄ 认为，生境异质性影响了物种在不

同空间尺度上的分布格局，是影响种⁃面积关系的主要推动力［３２⁃３４］。 小尺度上，选取的样方之间生境差异表现

明显，故物种组成上也会出现较大的差异，呈现出种⁃面积曲线的较大变异；而大尺度上，生境异质性降低，样
本间差异小，种⁃面积曲线更为稳定［１６］。 代力民等对二道白河河岸植物群落及森林群落对比研究也发现，河
岸带生境异质性强、物种丰富度高，二者的种⁃面积曲线差异较大，表现为河岸带群落的最小面积小于森林群

落［３５］。 环境梯度是形成生境异质性的主要成分之一［３６］，阔叶红松林样地海拔梯度变化大、坡度变化明显，群
落生境异质性高，生境过滤作用强，生态位相近的物种表现出相似的分布格局［３７］，物种聚集程度高。 随着研

究尺度的增大，出现的新物种数少，大部分为稀有种或偶见种，这种分布格局与生境异质性显著相关［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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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研究林分演替阶段不同，群落空间格局显著不同，影响不同尺度上的取样结果。 姜俊等在蛟河

４２ ｈｍ２针阔混交林的研究也证明了种⁃面积关系具有尺度效应，但与该结果相异的是小尺度和中尺度以幂函

数模型最优，在大尺度上以逻辑斯蒂模型最优，造成两个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处于演替中后期的阔叶

红松林在物种组成以及物种丰富度增加速率上与演替中期的针阔混交林显著不同［７，３９］，张春雨等人的研究也

表明不同演替阶段物种随取样面积增加的速率不同，其中中后期的阔叶红松林的物种增加速率小于中期的针

阔混交林［４０］。
在蛟河 ３０ ｈｍ２ 阔叶红松林样地中，取样方法对种⁃面积关系影响显著，其中随机取样优于巢式取样。 两

种取样方法构建的种⁃面积关系不同，会影响对局域物种数预测的准确性［４１］。 随机取样时按设置样方的规格

进行等概率的抽样，样地中各区域被抽中的概率相等，减少了因生境异质性、种子传播、物种萌生能力强等带

来的物种聚集分布的情况。 与随机取样相比，巢式取样方法简单，但同时小样方中的稀有种也出现在大样方，
容易高估物种数，降低预测物种数的准确性。 倪瑞强等对长白山森林群落的研究也表明，在取样方法上随机

取样优于巢式取样［４２］。 Ｃｏｌｌｉｎｓ 等的研究也表明，巢式样方的种⁃面积关系不适合外推估算大尺度的物种数

量［４３］。 此外，一些研究还表明种⁃面积关系也受到取样面积、样方数以及样方形状等影响［２，３５］。
本研究基于演替阶段中后期的阔叶红松林样地，认为区域种⁃面积关系同时受研究尺度、取样方法的影

响。 在实际应用时，要充分考虑研究区域的实际群落结构和样地内环境差异，在相应的尺度上选取合适的取

样方法，从而利用种⁃面积关系对森林经营给予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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